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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现代化视野中的调适思想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历史时段。其时，知识分子对

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索，开始深入到政治与文化革新的层面，而

其革新思想则有渐进改革与激进变革之不同取向。清末立宪派

和革命派分别为此两种思想路向的代表。这两种不同的思想类

型，可以美国汉学家墨子刻（ ）所提出的“调

）适 与“转化”

）的分析架构来概括。按照台湾学者黄克武的分析，近

代中国的革命派倾向“转化类型”，主张以一套高远的理想彻底

改造现实世界，以达到“拔本塞原”的目的，他们多以为历史有两

个阶段，一为完全成功的将来或当代的欧美社会，一为彻底失败

的当代中国，而历史上成功的例子使他们乐观地相信理想终将

实现；改革派则倾向“调适类型”，以为不可只看理想而不顾现

实，因此他们主张小规模的局部调整或阶段性的渐进革新，并反

对不切实际的全面变革。①

近代中国知识界之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分歧，论其思想

渊源，则可追溯到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和卢梭式的法国民主

①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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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两种西方思想传统。诚如萧公权在论梁启超思想时所指出

的“：任公的民权思想与《民报》所揭橥的民权主义有不尽相同之

处。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民权的

目的是经过‘开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个人得到最高的人格

发展。⋯⋯革命论者也讲民权，但他们的思想渊源，与其说是英

，毋国的洛 ）或穆勒克（ 宁说是法国革命先

。他们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觉的卢梭 府权

力以发展个人能力为目的，而以检束个人自由以伸张国家自由

洛克和卢梭作为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为宗旨。” 的思想代表，

代表了近代西方两种思想传统，以及西方现代化的两种路向。关

于英国式调适思想与法国式转化思想，西方学术界有深入的分

析讨论。罗素（ 以“经验主义”与“浪漫主义”的

分析框架，将推重个人自由权利、分权主义、片断渐进的试探式

改良，与崇尚社会平等、直接民主、整体性的急进革命，归为洛克

式英国思 哈耶克（想与卢梭式法国思想的基本分野。

）则将英法思想传统归为“演化”与“建构”两种类型，在他

看来，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演化论传统把文明进化视为一个历

史传统的自发演化和试错的过程；而卢梭式的建构论传统则把

文明进化视为理性建构的产物。③上述西方两种思想传统，在近

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中，显然泾渭可辨。

关于近代西方之调适传统与转化传统的分野，世纪初维新

派思想家已有相当自觉的认识。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将

①萧公权：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年版研究所 页。，第

②参阅［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 年版。

③参阅［美］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三联

书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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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变革）二义。改革（改革）与”诠释为英语

年意谓“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 之国会改

革。变革则“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

国 年之大革命。改革与变革的区别还在于：改革主渐，变革

主顿；改革主部分，变革主全体；改革为累进之比例，变革为反对

之比例。 显然，梁氏在此已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英伦式调适路向

与法国式转化路向的区别。严复则进而梳理了西方调适思想与

转化思想之学理的分歧。严氏在《政治讲义》中指出，以柏拉图、

卢梭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言治本于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

成；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政治学传统，则本历史而言治。

氏在此已深刻揭示了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之

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两大传统的歧异。

清末的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以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思想为

代表，其反映了改革派与革命派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取向。从维

新时代到革命时代，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激进化的思想迁流过

程，转化思想渐成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而调适思想则日益退居

时代思潮的边缘。长期以来，由于近代史学“革命范式”的教条化

羁限，近代思想史研究一直存在盲目崇拜转化思想的倾向，调适

思想则成为主流思想史之外被遮蔽的思想现象。 年代以来，

随着近代史学界对“革命范式”的反思和“现代化范式”的形成，

学术界开始注意主流的转化思想以外的思想状况。在现代化视

野中，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始呈现新的图景。重新评估调适性现代

化取向的意义，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饶有意义的重

①

页。

② 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

社 页。年版，第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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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课题。

近代中国的调适思潮具有复杂的思想谱系和人物谱系。黄

克武在一项关于梁启超调适思想的出色研究中指出，辛亥革命

前后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与文化修改的辩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

思想光谱，调适思想和转化思想分别处于光谱的两端。梁启超与

谭嗣同的思想，则为清末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典型代表。而在

此思想光谱的两端之间，则有调适与转化相交织的诸种不同的

思想面貌。如孙中山思想之以转化为主而调适为辅的复杂性。①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以及维新派的思想影响日渐式微，但调适思

想仍不绝如缕，且于民国宪政初立之际还一度趋于活跃。民初调

适思潮的重要人物，有杜亚泉、章士钊、李大钊、蔡元培等。其中

以杜亚泉的思想尤具典型意义。如果说梁启超与谭嗣同分别代

表了清末思想光谱之调适和转化两端，那么杜亚泉与陈独秀则

可谓民初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代表。民初知识分子的调适思

想具有纷繁复杂的形态，往往一个人的思想成分和思想过程中

兼有两种倾向，如胡适的政治调适与文化转化思想，蔡元培的政

治转化与文化调适思想；章士钊思想有从转化到调适的演变，李

大钊思想则有由调适而转化的递嬗。杜亚泉调适思想的典型意

义，在于其思想的逻辑一致和先后一贯。杜氏的调适思想不仅融

贯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等一切观念中，而且终其一

生而旨趣未变。杜氏思想可谓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纯正的

调适传统。杜氏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战，正是五四知识界调适

思潮与转化思潮分歧对峙的思想表征。

近代中国的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近似于英国式自由主义

①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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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卢梭）式民主主义，但其亦有本土思想传统的深厚资源。

黄克武指出，转化思想与调适思想，与钱穆所谓中国思想史上

“经术派”与“史学派”的区别不谋而合。经术派（王安石）偏于理

想，主张依据经典从事彻底改革；史学派（司马光）则偏于现实，

主张逐步改良。 关于法国式转化思想与中国思想的亲和性，近

年来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反思。人们意识到，中国思想中

儒家的乐观人性论、道德理想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与卢梭思想具

有某些相似性。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思想传统是多元的，调适思

想同样亦不乏本土思想资源，洛克式的英伦自由主义与中国思

想亦颇多亲和的因素。近代中国的调适思想是中西思想文化交

融的产物，其可谓一种中西合璧的“儒家自由主义”。关于“儒家

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征，或者说儒家思想的现代性，五四以降思

想界多有讨论。如蔡元培对儒家“忠恕”的自由精神“、中庸”的调

宽和取向“、和而不同”的 容思想的强调；李大钊则以古典“君子”

比附现代“绅士”。张灏、林毓生等海外学者，对儒家之道德自主

取向的自由主义意蕴，亦多有阐扬。刘军宁则注意到哈耶克对儒

家知识论传统的欣赏，并且指出，孔子对无知的关注（“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怀疑论传统隐然

相合。 本书通过杜亚泉思想个案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中国思

想中的中庸思想、阴阳学说、宽容精神和不可知论，是民初自由

主义调适思想的重要本土思想资源。近代中国调适思想之中西

交融的特性，既表明中国思想与英伦自由主义的亲和性，也规定

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本土思想限度。这种“非弥尔式的自由主义”

或“儒家自由主义”，以异于西方的非个人主义和非二元论为其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 页。

刘军宁：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译本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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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特征，它承袭了中国思想的和谐传统。近代自由主义的这种

中国特质，可谓梁启超、严复、杜亚泉、章士钊、蔡元培等人思想

的共同特征。

调适性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方案（黄

克武语）。五四以后，杜亚泉 世纪激荡的及其调适思想亦渐为

中国历史所湮没。长期以来，杜氏在思想史上一直被归为“中体

西用”派的保守主义者，这种 年代以来，偏见甚至沿袭至今。

随着学术界对转化思想和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检省，发掘久

被主流思想史遮蔽的调适思想的理论遗产，重估调适性现代化

路向的历史意义，成为世纪末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

的新趋势。杜亚泉思想的再发现，其意义即在于此。 年

月，田建业等选编的《杜亚泉文选》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刊行，此为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杜氏文集。王元化先生为文集撰

长篇序文，文中力辟陈见，首次将杜氏归为进步的自由主义启蒙

学者，并提出现在应对杜氏进行心平气和的再认识和再估价。序

言明确肯定杜氏温和渐进的改革思想，指出：“把杜亚泉看作是

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近代中国

历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近代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

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

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

持重、过于保守了。 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

度。” 显然，王元化在此已准确揭示了近代中国转化思想（彻底

改革）与调适思想（温和渐进改革）的对立，以及在改革进程激进

①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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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时代背景下调适思想边缘化的原因所在。王文是建国以后

第一篇对杜亚泉思想作公允平实之评价的论文， 年代其可谓

月，上海历史学会于杜氏杜亚泉研究的开山之作。同年 故里

绍兴上虞，举行全国纪念 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此杜亚泉诞辰

次会议虽以纪念为主而学术成果有限，但会议本身的象征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杜亚泉思想的再发现和再评估，表明了世纪之交

学术界重建百年思想史的努力。

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与思想演进，证明了人类社会史与

思想史之复杂辩证的互动关系。时代的潮流有时并不等于思想

的价值，立基于普遍社会心理的主流社会思潮，有时并不等于思

想的真理，而理性的思想则往往为时代所遮蔽和湮没，尤其是五

四这样社会普遍追求“彻底”的激进的时代。思想的真正价值与

其说在于合乎时代之潮流，毋宁说在于经过历史的汰洗而不失

其真理性。真理往往不合时宜，因其品性在于远离狂热的冷峻的

理性。百年中国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消长隆替，表征着中国现

代化历程的艰难曲折，表明了历史与思想之复杂的辩证关系。在

世纪之交的历史回眸中，重新阅读杜亚泉及其温和渐进的调适

思想，使我们重新认识了世纪初一位被冷落的智者及其被湮没

的思想智慧。这一曾遭历史拒绝的边缘的思想，直至 世纪尘

埃落定的世纪末，方成为一分迟到的思想遗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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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生于浙江绍兴会稽县伧塘乡十二年癸酉 月 （今上虞市

长塘）一商人家庭。同年出生的近代重要思想家有梁启超。

杜氏生性颖 年 岁时考中秀才。悟，自幼勤习举业。

翌年离乡入绍兴从名士何桐侯受业，致力于研习清初大家之文。

年，杜氏应乡试落第，始弃帖括之学而转从族叔杜山佳治

训诂学，攻读许氏《说文》。 年春，杜氏赴杭州崇文书院学

习，秋试后归里。时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年，杜氏应岁试，

考经解取全郡第一名。其时，杜氏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萌生爱国

忧患意识，思想上渐生以讲求实学而济世救民之转变。据杜氏自

述“：甲午之秋，中日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

然忧之时，方秋试将竣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 ，见热心科名之

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

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此后，杜氏以经史训诂之学为无裨实用，而翻然改志，绝意

仕进，并改习数学。此为杜氏研习科学的开端。经过两年刻苦自

学，杜氏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杜氏治学方向之由经史训诂而

第一章

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背景

杜亚泉（ ，原名炜孙，字秋帆， 年（清同治

①《亚泉 册。杂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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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科学的转变，是清末知识分子由传统士人向现代学者转型

的缩影。而且，杜氏的这一学术转向，又异于梁启超等同代人文

型新知识分子。这使杜氏奠定了近代知识分子中罕有的人文数

理兼通的广博知识结构。

年，杜氏应蔡元培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及理科教

员。 月岁试，杜氏考取全郡算学第一。此后，还兼习物理、化学、

及矿植动物诸科学，并自习日文。其时，杜氏遍读上海制造局所

译理化诸书，无师而自通。在近代科学先驱者中，杜氏为难得的

自学成功的典范。这一时期，杜氏由阅读日文书刊而窥见世界新

思潮，对中国传统学说渐生怀疑。

年，蔡元培因与中西学堂校董会思想不合，而辞去学

堂监督职务。杜氏亦随之辞职离校，转赴上海，自号亚泉，创办亚

泉学馆，编辑《亚泉杂志》，提倡科学。自此，杜氏开始了其著述生

涯“。亚泉”之意，杜氏自谓“：亚泉者氩缐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

冷淡之原素，缐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

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亚泉杂志》为半月刊，由

商务印书馆代印，内容多为数理化学论文，为我国最早的科学期

刊。未久，杜氏在上海开设普通学书室，改《亚泉杂志》为《普通学

报》，自任主笔。学报注重科学，兼载时事政治。

年夏，浙江南浔浔溪公学发生学潮，蔡元培应邀赴校

调停，杜氏偕同前往，并膺校董庞清臣之聘，出任浔溪公学校长。

杜氏长校后锐意革新，为实现其教育理想而不辞劳瘁。未久，学

潮复起，杜氏周旋劝导无效而辞职。同年，普通学书室由于杜氏

胞弟经营不善而陷入困境，《普通学报》仅出 期即停刊。翌年，

杜氏离沪返绍兴，与人创办越郡公学，后因经费支绌而告停。

①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新社会》 卷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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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杜氏应旧友张元济、夏粹芳之邀入上海商务印书

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并将营业疲顿的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

年。其间印书馆，自此在商务服务近 ，杜氏勤于著述，商务出

版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大都出于其手。杜氏

入商务馆后，治学益广，研究领域除自然科学外，还及于人文社

年秋，杜氏曾偕叔会科学诸学科。 父杜海生东游日本考察

教育。

年春，杜氏兼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自此开

始了其思想家和新闻评论家的生涯。《东方杂志》创始于

年，其初仅汇编和介绍国内外时事及报章论文。杜氏主持笔政

后，对《东方杂志》实行重大改革，从东西文报刊取材，详备译述

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像和学术文化思潮，从而使《东方杂

志》面目一新，销量激增，成为民初国内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

合刊物。杜氏主编《东方杂志 年间，尽瘁著作，曾以“伧父”、

“高劳”等笔名，撰写论文、时评、译文等约 余篇。民国初年，

国人对民党与康梁派论争以来的党派政论渐见厌弃，而青年的

政治意识和求知欲日益发展，亟需舆论界之诱导。杜氏有鉴于

此“，乃于所主编之《东方杂志》，撰著不染政党色彩、纯以学理国

情为根据之政治论文，更详述世界大势，翻译东西名著以救国人

知识之饥荒” 。杜氏及《东方杂志》之超然独立、注重学理的文

风，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相近，且二者在思想取向上亦同

属主张温和渐进改革的调适传统。

从民国元年到五四，杜氏主持《东方杂志》笔政的 年，为其

思想生涯最重要的时段，其时亦值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关

键时期。杜氏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命运，都与此时代环境有关。

①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新社会》 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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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杜氏温和理性的调适思想与《新青年》

激进转化的启蒙思想渐生 年秋冬，陈独秀与杜亚泉抵牾。

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上发生东西文化论战，这场论战表征

着民初思想界在文化革新问题上转化思想与调适思想的深刻分

歧。五四运动以后，转化思想在知识界日益风行，而调适思想则

在急进的社会进程中日渐边缘化。其时，杜氏及《东方杂志》与新

文化运动相左的温和保守态度引起商务当局的不满，馆方虑及

商务馆声誉及营业，力促杜氏改变观点及编辑方针。杜氏无意随

波逐流，遂于 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

杜氏离开《东方杂志》后，仍回商务编译所专事于理科编辑

工作，从而结束了其民初舆论生涯。杜氏退出舆论界后，仍未停

止对思想文化问 年代，杜氏曾多次参与知题的关注和思考。

识界的文化论争，如与蒋梦麟的新旧思想论争，与余云岫的中西

医学讨论，与李石岑的新 日伦理辩论，与朱光潜的情与理的争

论。在讨论中，杜氏仍坚持其中西会通、新旧融合的调和思想，以

及以理智支配欲望、理智与情意和谐的文化观。这些论争可以视

为五四时期杜氏与陈独秀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

杜氏晚年在科学著述之余，有《人生哲学》和《博史》出版。其

中《人生哲学》尤为杜氏晚年精力所萃之作，书出版后受到知识

界的推重。 年，杜氏为实现其教育理想，斥资创办上海新中

华学院，后因经费困难而停歇。杜氏为此耗尽积蓄，仍负债累累。

年“， 二八”沪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炮火焚

毁，杜氏率眷避难还乡。沪战后，商务馆遣散编译人员。杜氏离

馆后在乡间仍组织原商务编译所同事，从事科学著述工作。翌

年，杜氏因患肋膜炎，而病逝穷乡。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一位科学先驱、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其

倾毕生精力于传播科学知识、普及文化教育和启迪国民思想。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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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一生成就大者，尤在其科学著述事业和《东方杂志》的知识启

蒙。杜氏世纪初以来创办科学刊物《亚泉杂志》、《普通学报》，入

商务印书馆后编著了百数十种科学教科书，奠定了其“中国科学

界的先驱（”胡愈之语）的地位。而其主持《东方杂志》笔政期间所

发表的大量政论和思想文化评论，以及其倡导的温和渐进的调

适思想，使其成为民初有影响的调适派思想家。

杜亚泉思想生涯所经历的清末民初，是 世纪中国重要的

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时代。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冲

击下，陷入了全面的政治秩序危机和文化秩序危机。如何通过政

治与文化革新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转型时期的时代课题。

清末的改革运动经历了一个激进化的过程，然而从维新时代到

革命时代，王朝的维新败局和民国的“共和幻象”，一再陷中国现

代化于危机之中。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对中国社

会文化转型之路径的选择，是其时知识分子求索的中心课题。辛

亥民国的流产，再度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范型的危机。民初知识分

子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使清末调适思想与转化思想的分歧再度

浮 世纪初又是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与现。同时，

春秋战国相似，清末民初的时局离乱和文化失序，却为思想自由

与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宽松环境。而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

的冲突和交流，则成为激活传统和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契机。这

是一个思想创造的时代。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的思想

家多出于这一时期，决非偶然。

从 世纪末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阶层有一个由传统士大

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 年废除科举，晚清以来兴

起的新式学堂和海外留学成为教育的主流，延续千百年的“士”

由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学校现代教育、从

事各种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与熟习儒家经典“、学而优则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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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在知识结构、文化心态和社会功能上均迥然相异。从

“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伴随着一个知识分子疏离政治权力的

边缘化的过程。杜亚泉是脱胎于“士”的转变代知识分子的典型

代表。杜氏生长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活动于“全国

交通之毂辐”“、欧化输入之第一步”的上海，早年得风气之先，弃

仕途转而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从而由秀才转变为现代学者。作为

转变代知识分子，杜氏旧学新知兼备，且具有不同于梁启超等同

辈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其一，杜氏接受西学新知，由科学而人文，

广涉文理百科，这使其具备了完整的现代知识结构。而这种完整

的知识背景，也是严复、胡适、丁文江等调适派思想家所共有的。

其二，杜氏广博的现代知识，全凭自学而获得，而并未通过新式

学堂或海外留学的正规教育。如此秀才出身的自学成功者，在转

变代知识分子中可谓奇迹。其三，杜氏为知识分子边缘化过程中

一名典型的学者，他一生淡泊名利，独立超然于政治，而以科学、

教育和舆论为业，因而比那些脱胎于“士”而投身清末改革和革

命运动的知识分子，较少士大夫意识，而更富有现代知识分子的

精神气质。

杜亚泉生性冷静深沉，其以“亚泉”自号，表示其冷淡而不体

面。据蔡元培忆述，杜氏“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而讨寻哲理针

砭社会之热诚，激不可遏”。 “君身颀面瘦，脑力特锐，所攻之

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

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 杜氏冷峻理性

和沉思默想的性情品格，使其在精神气质上远离浪漫空想，而更

契近于罗素所谓英国式“冷头脑派”经验主义调适思想。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新社会》 卷

页 。蔡元培：《杜亚泉君传》，《杜亚泉文选》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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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由“士”转变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学贯中西、兼通

文理的知识结构，以及其理性深思的精神气质，使其思想具有中

西综合与理性周详的特点。杜氏调适思想的形成，受到传统与西

学的相互影响。其中，儒家中庸思想、阴阳学说与西方自由主义、

科学思想，为其主要思想资源。这使杜氏思想兼备现代精神与东

方特质。杜氏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折中综合的辩证性与中

和性，其贯穿于杜氏的人生观、社会观和文化观，及其关于中国

现代化问题的思索。杜氏的调适思想，显示了中西思想深刻的交

互影响，以及中国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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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通向民主之路

民国初年作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创始阶段，是一个富有活力

的政治实验时代，又是一个民主流产的“共和幻象”时代，个中涵

蕴着预示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之曲折性的原初历史经验。然而，民

初宪政历史和思潮之意义并未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而且以往

关于民初政治思潮之有限的研究，亦多聚焦于国民党之共和主

义与进步党之国家主义的政见歧争。实际上，这种党派意识形态

歧争并非民初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图景，在此之外还有诸多超然

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杜亚泉的温和渐进的改革思想，

即代表了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问题的另一种思索。

接续主义：在保守中求进步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新生的民国开始了创建现代民主

制度的政治实验，缔造民国的改革者一举移植了包括政党、宪

法、议会、总统、内阁在内的几乎一整套西方式现代政治制度。然

而，袁世凯的弄权独裁，很快给表面辉煌的民初宪政实践蒙上了

阴影，使民国流为“共和幻象”。迫于袁氏武力而退居权力边缘的

革命派，则试图通过议会政治抗衡袁氏独裁，进而重掌民国政

权。袁世凯与革命派的矛盾，使民国自始即潜埋下深刻的政治危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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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另一方面，民初的政党之争亦滞碍了宪政秩序的建构。其时

国会内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互以“民权“”国权”、抗袁拥

袁相对立，政见歧争复以党派恩怨相纠葛，两派势若水火，互不

相容，遂演成国会内同室操戈之局。张君劢事后曾感慨万分地谈

到“：民国政治，设若中山与任公携手，必然有所不同。” 尽管民

国模拟西方共和政体的宪政实验显得生机勃勃，但民国政治家

们并未能超乎党派之见，而真正达到对民主宪政规范的认同。而

这种民主规范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精神，恰恰是宪政之本。民

初各派政治力量之党同伐异的独断心态，是与自由、多元、宽容

的政治理性精神格格不入的，这不能不使民国模拟西方民主制

的宪政建设徒具形式。早期民国的这种有名无实的民主宪政，表

征着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刻冲突。因而，在民国引入西方宪政

制度的同时，以现代民主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借以确立

政治理性精神和民主规范认同，成为民初思想界的一项紧要课

题。这也是杜亚泉民初政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元素，健全的政党政治是宪政

制度运作的基础。杜亚泉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即预见到政党在未

来中国宪政建设中的关键意义，并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之规范

滞后的现状出发，揭示了确立理性化政党政治规范的课题。杜氏

指出，政党与现代国民休戚相关。政党为宪政之产物，其意义在

于表达舆论和国民利益，故政党必与他政党对立而后成。政党之

种类，就主义而言不外保守党与进步党，此为英美宪政之通例，

中国亦不能例外。进步保守两党，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

助，为健全的民主宪政所不可或缺。“进步过骤，则不免流于危

①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湾食货出版有限公司 年，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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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保守过甚，则不免流于退弱，当以进步

主义调和之。若两党不失其平 进步主衡，则宪政愈形其圆满”。

义与保守主义政党功能分殊互补，两者一进一挽之调节平衡的

张力，是宪政结构的重要机制。

辛亥革命以后，新生的民国面临着深刻的政治秩序整合危

机。刺杀宋教仁案以后，袁世凯的黩武弄权导引了共和派的“二

次革命”，激进与保守势力干戈互见的对抗，使民国再陷动乱危

境。政治秩序的失范，成为早期民国政治最深刻的危机。杜亚泉

对这种激进与保守的对抗之局，以及由此加剧的政治秩序整合

危机深怀忧虑，他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历史借镜，鉴取德国学者

佛朗都的“接续主义”，而力倡进步与保守相调和的政治接续主

义。在杜氏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接续而成的历史连续体，无论

个人、家庭、团体和国家，皆赖接续以存立“。国家之接续主义，一

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

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

所用其接续乎？若是则仅可谓之顽固而已。⋯⋯反之，有开进而

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

摇。⋯⋯故欲谋开进者，不可不善于接续。” 杜氏对英美的盎格

鲁自由主义传统赞扬有加，认为近世国家中，开进而兼能保守

者，以英国为第一；美国政治亦多为英吉利政治传统的承袭。

政治接续主义之要义，在于开新与保守的平衡互动。然而，

接续主义之“保守”并非“复古”的同义语。杜亚泉指出，所谓“保

守”者，在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保守的接续，当国家扰乱以

后，旧时法制若部分破坏者，则接续尚未全断者，护持之；若其破

《政党论》，《东方杂志》 号。

《接续主义》，《东方杂志 卷

卷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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